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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化
∗

尚会鹏∗∗

内容提要 “国际”是人类相互作用的一个层次,国际体系也像

社会体系一样有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近代条约体系带有西方文明

的烙印,可视为以保障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特点的西欧国内民

主政治制度在国际层面的延伸.该体系体现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

则是人类在国际层次出现的类似生物基因突变性质的重要变化.基

于这一原则产生的民族国家平等、国家间战争规则的制定及对破坏

条约的国家实行集体制裁等,不仅对战争产生了深刻影响,也规定了

现代国际体系的基本性质.现代国际体系中限制战争的理念和制度

设计是人类在国际层次演化出的文明成就.这一基本演化方向被逆

转的可能性不大,相反,由技术推动的经济全球化等证据表明,当今

国际体系已演化到一个新阶段,即大规模战争受到更多限制,其发生

的可能性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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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退出一些世界性组织及世界性条约的行为及中

美之间开展的“贸易战”,促使笔者思考这样的问题:“全球化”趋势要逆转吗?

为国家之间提供基本秩序的现代国际体系走到尽头了吗? 此时,适逢笔者受

海南出版社的编辑谌紫灵女士之邀,为美国汤姆戈帕尔默先生编撰的以

和平、爱与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一书中译本作序.① 该书的主要观点认为,人类

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政府及对政府的限制、商业机制、国际社会、政府间组织、对

侵略的反应手段、和解的措施、人文主义的反意识形态等,减少了人类在社会

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冲突和战争.② 在社会层面带来了诸如活人献祭和酷刑

的消失、奴隶制灭亡、杀人、强奸等犯罪率的下降,在国际层面带来的是国家间

战争次数和死亡人数的减少.③ 该书最后得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的结论.

该书作者运用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派的基本原理,阐述了该学派的一些

著名论断,如“人的自利行为客观上会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贸易不到的地方

有军队到”“财富若不通过交易获得就必然是掠夺”等.这些论断虽古老,却隐

含着世界发展至今日“全球化”时代及一定意义上成就今日之美国的内在逻

辑.但遗憾的是,在当今美国,这些主张似乎成了某种“政治正确”而变得不

正确.

笔者认为,该书根据古典自由主义观点推导出来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的结论在逻辑上是自洽的,现实中也有大量的证据支撑,但在学理上尚有两点

需要论证:第一,“贸易产生和平”这句话是有条件限制的.④ 事实上,贸易既可

产生和平亦可带来残酷的战争.仅从贸易角度阐述战争可否避免问题是不够

的,须将其置于带来某种秩序的国际体系这一框架下把握;第二,该书并没有

阐明人类在社会层面取得的进步与国际层面战争的减少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除非我们把“国际”也理解为人类文明演化的一个层次,人类在社会层次限制

冲突和战争的努力也延伸到国际层次,否则,就无法理解国家间战争减少这一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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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参见〔美〕汤姆戈帕尔默编著:«和平与爱:战争并非不可避免»,风灵译,海南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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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观点:“我们可以使世界摆脱战争,我相信贸易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转引自〔美〕小约瑟夫奈:«理
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３页.



本文拟从国际体系演化的视角讨论战争可否避免问题.笔者的一个基本

判断是:由于构成“国际”基本单位的政治群体(现代国际体系下是“民族国

家”)也是由人组成的,所以,国家间也像其他由人组成的群体一样,既存在冲

突和战争,也演化出某种限制冲突和战争的机制,形成了某种秩序.“国际”是

人类相互作用的一个层次,所谓国际体系是指人类在国际层次进化出来的避

免战争、维持某种秩序的机制,它经历了一个缓慢复杂的演化过程,是人类文

明演化史的一部分.

基于这样的判断,笔者认为,从社会演化的角度考察国际体系是必要的.

“国际体系演化”是一个宏大的题目,本文无意讨论国际体系演化所有历史阶

段的细节,而是集中讨论现代国际体系的产生在限制战争方面的意义及其在

几个不同阶段的演化特点,以期为理解今日国际体系的本质及战争可否避免

问题提供某种启示.

一

学界一般认为,现代国际体系的雏形出现在西欧,１７世纪中期西欧国家之

间签署的一系列条约是现代国际体系诞生的标志.① 随着近代西方国家力量

的强盛和对外扩张,该体系逐渐向外扩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体系

已基本上把全世界的国家纳入其内.前现代的国际体系(如历史上东亚地区

的“天下体系”、南亚地区的“大法体系”及古代的“罗马体系”等)皆是地域性体

系,而现代国际体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包括全球国家的真正意义上

的国际体系,其建立及其世界性扩散可视为一个地方性国际体系崩溃、不同宗

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逐渐纳入一个体系的“国际化”过程.“１７世纪巧妙地缔

结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和平的谈判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为一个全球适用

的体系奠定基础.”②

如果把国际视为人类限制战争、维持一种秩序的文明演化层次来思考,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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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明斯特条约»与«奥斯纳布鲁克条约»,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别同法国国王、瑞典女王于

１６４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两个小镇签订,故称«威斯特伐利亚条约»(thePeaceTreatyof
Westphalia).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５年版,“序言”,第 XI页.



么,近代国际体系确立的“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可视为国际层次出现的类

似某种生物“基因”突变性质的最重要变化.“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区别于其他

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是一个国家固有的国内最高权力和国际独立自主权

利.按照此一原则,任何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本国情况选择自己的

社会制度、国家形式,组织自己的政府,独立自主地决定和处理本国的内部和

外部事务,其他国家无权进行任何形式的侵犯或干涉.这一历史“基因”突变

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构成国际体系基础的国家的性质:国家由王国、帝国变为

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变化在很大程

度上规定了现代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特征.① 考虑到前现代地域

性国际体系在限制战争方面的局限性及今日国际体系出现的有利于限制大规

模战争的新特点,我们仍可能低估了这一根本性变化对于人类在国际层次文

明演化的意义.

第一,“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赋予战争合法性的新基础.在前现代的

地域性国际体系下,判断一个战争是否正义的标准更多的是宗教性的、天赋君

权抑或国内政治性的,而条约体系使得曾经一统欧洲天下的神权世界趋于瓦

解,战争的合法性不再依据宗教理念抑或个人权力而是依据主权国家是否受

侵犯.欧洲不再有宗教名义的战争,国家等政治实体以保护和扩大“国家利

益”为由所实行外交政策取代了以道德规范和宗教为信条的交往原则.需要

说明的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体现的主权国家不受侵犯原则并不总是被

遵守,一些国家常常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发动战争和干涉他国内政,条约签订

后,欧洲乃至世界仍战乱频繁,但新原则确立后,依靠暴力征服一个独立主权

国家的行为至少在法理上要受谴责.这一新理念程序性地规定了帝国(神圣

罗马帝国)的权力界限,是对诸如古代无限王权的限定,至少在法理上制约了

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通过战争扩张的野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的架构是

人类首次尝试把一个建立在普遍接受的规则和约束之上的国际秩序体制化,

并且该架构以众多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一个势压各国的单一国家为基础,首

次出现的‘国家理由’和‘国家利益’等概念没有赞美权力,而是试图限制权力

并使其合法化.”②制约权力虽然并不一定能避免战争,但不受限制的权力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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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现代国际体系的起源:从体系与单位双重视野出发的论述»,«史学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２５页.



是许多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对国家权力(无论是对内或是对外)的制约起到了

抑制战争和冲突的作用.

第二,民族国家平等的原则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关系模式和制约战争的

机制.前现代的地域性国际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不平等基础之上的,这样的体

系通常有一个力量强大到足以压倒体系内其他国家的帝国,并以其为核心形

成了某种等级秩序.这种秩序一般缺乏限制战争的机制,国家之间是否发生

战争及战争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国自身的力量、帝国统治者的个人性

格、道德、宗教和政治野心等因素.① 而在国家平等原则下,国家成为具有相同

资格的单位,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政府机构及宗教或道德权威,这就否定了国

家间的等级关系,使国家间的纽带变得薄弱,国家仅仅以一种程序性的规则相

联结.但与模糊的、特殊主义的宗教、道德理念和等级规则不同,程序性规则

的一个优点是:它是一种超越国家文化传统和个人性格、修养的普遍性规则,

能够联结具有不同文化、政治、宗教信仰的国家行为体,为形成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国际体系提供了条件.这一点与独立、平等的个人在契约纽带下容易缔

结成更大规模的集团是一样的道理.

由于国家是平等的,国际秩序的维持也出现了新机制,即不再依赖宗教、

道德、帝国权威及国家间等级关系,而是依赖国家(主要是大国)间力量和关系

的组合,这就是以实力制约实力的所谓均势机制.均势机制是这种文化“基

因”突变给国际层次带来的一种抑制战争的新机制.但是,由于决定均势的因

素很多且极易变化,当均势打破时就容易发生战争,所以,在均势模式下,虽然

以宗教为目的大规模战争少了,而小规模、世俗性战争却有增多的趋势.基辛

格认为,“均势引发了战争,同时也限制了战争的规模”.② 其实,考虑到后来发

生的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国际体系并没能限制战争规模,而且,均势

机制带来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大国之间的制衡常常会牺牲小国的利益.尽

管如此,条约体系的建立对人类战争的影响仍是根本性的:它使传统战争逐渐

演变为现代战争.现代战争与传统战争的区别在于:(１)战争不再出于宗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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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会鹏:«“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９年

第２期,第２９—４３页;钱栖榕、游国龙:«天下体制下的“角色”与“角色”确认问题:再探“角色原理”的运作»,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８６—１０１页.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２６页.



个人荣誉而发动;(２)战争通常涉及许多国家,即成为一种体系性战争;(３)战

争本身受到一定规则的制约,譬如要进行开始(宣战)、进行和终止的程序及禁

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这种现代战争的性质和以均势方式制约战争的

机制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该体系首次为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订立规则.例如,开创了以

国际会议方式通过谈判、妥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该体系的出现结束了欧

洲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它本身就是国家在吃了战争苦头后相互妥协的结果,

因此,这方面的新规则可视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条约中出现的关于战争的

新原则成为条约签订后几百年时间里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在

已签署的条约中,还有一套消解战争残酷性的新规范,如禁止化学武器、禁用

地雷、禁止杀害非武装人员、善待战俘、红十字会进入战场不得受攻击等.这

是首次为战争本身订立规则,体现了俘虏也是人、其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的理

念.在前近代国际体系下,由于缺乏关于战争本身的规则,大规模屠杀、虐待

战俘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而新规范首次将人道主义理念引入战争,有助于降低

战争的残酷性和增强国际层次的社会性,因此,这是国际层次向文明方向演化

的重要一步.

第四,条约还规定了缔约国可以对破坏条约条款的国家实行集体制裁.

这是“集体安全”理念的首次提出,并以违反规则需要付出代价的方式促使缔

约国遵守规则.从文明演化角度看,这一规定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在国际层

次程序性地规定了国家行为的反馈回路,使国家行为亦像社会化过程中人的

行为一样变得可检验、可评价、可奖罚,这对于形成一种对国家行为体行为的

评价和监督机制以便更有效地抑制国家对战争的冲动提供了可能.

从文明演化的角度看,现代国际体系带有明显的西欧社会文明经验的烙

印,“国家主权不可侵犯”这一国际层次中的文化“基因”是从“个人”这种基本

人际状态转移而来.① “近代国家身上带有与‘个人’类似的‘基因’.近代国家

的出现乃是‘个人’精致化到一定的程度时解决个人社会一体化问题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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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本人际状态”是对人的存在系统的指称,是心理文化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个人”是以强调人的

个体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相对于“间人”的一种基本人际状态.参见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
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三章.



可视其为一种作为‘国际行为体’的‘个人’,是‘个人’的一种抽象.”①国家间的

平等关系与个人社会中强调“人人平等”的人际关系模式,以规则制约国家行

为的理念与个人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契约连带原理之间,有着社会演化上的

逻辑联系.在制约人类冲突方面,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不能指

望用道德或宗教手段改变人的本性之恶,以及消除由此引起的人与人、国与国

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只能通过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个人权利来减少.这一认

识成为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思路,也延伸到国际层次.从历史上看,条约

体系的出现与西欧社会出现的反对王权、追求普遍性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现代

政治体制的诞生是分不开的.１６４９年,英国的查理一世被处决(查理一世是英

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１７世纪８０年代,英国“光荣革命”确立议会

君主立宪制;１６９８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TheBillofRights).西欧国内政

治层次上粉碎“朕即国家”和“君权神授”观念、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历史事实与

现代国际体系的出现发生在同一时代,二者的逻辑联系是:该体系所体现的秩

序理念是基于个人社会处理冲突的经验,是西欧国家内部已出现的现代民主

政治制度在国际层次的延伸.这一源自个人社会的文化“基因”赋予现代国际

体系制约冲突的新模式,使其具有其他类型国际体系所没有的“生存优势”,最

终发展为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全球性体系.

新国际体系虽然体现了人类以新的方式抑制战争的努力,但也带来一些

新的问题.条约体系是一个真正的以无政府为特点的“地缘政治”体系,在该

体系下,国家脱下了宗教、道德的外衣,赤裸裸地追求实力成为重要目标.因

此,近代世界历史开始上演一轮轮争夺霸权(海上霸权)的战争和霸权国家兴

替的活剧.另外,在地域性国际体系下,人类社会的三大类“游戏”———权力、

财富和心智活动中,卷入到国际层次的主要是以实力为特点的权力游戏,而在

新体系下,以贸易为主要手段的财富游戏也卷入国际层次,世界体系由原来单

一的政治(权力)结构演变为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结构.伴随着贸易活动

的国际化,利益争夺成为国家行为体除实力之外的另一重大目标.对利益的

追求既可限制暴力也可诱发更大规模的暴力,这就是为什么在近代国际体系

出现后,尽管宗教战争在减少,但争夺霸权(海上)和经济利益(主要是生产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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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会鹏:«“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的起源:心理文化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年第

１０期.



材料、市场和贸易机会)的侵略战争却增多的原因.近代西方国家为争夺殖民

地而引起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

界大战就是该体系的逻辑结果.但也须承认,以贸易为主要手段的财富游戏

卷入国际层次后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比单纯以力量为主要手段的政治权力

结构具有更牢固的制度性基础,因为经济活动最终受经济规律支配,贸易活动

中的行为体更容易遵循某种普遍性规则.此外,国际贸易的发展还使人们看

到制约战争的另一种可能性:通过贸易获得财富比通过战争掠夺更划算(古典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即基于此).在这一时期,虽然许多贸易活动仍然

不公平,甚至不乏在公平贸易名义下的财富掠夺,但与前现代国际体系相比,

财富的掠夺及征服性质的战争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也是现代国际体

系能够向世界扩散,以及进一步向限制战争方向演化的制度性原因.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雅尔塔—华盛顿体系)是在条约体系

“基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申和细化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现的一些重要原

理,进一步发展以规则制约战争的思路,制定了诸如«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

则宣言»等重要的国际条约,在“均势体制”基础上发展和完善“集体安全”理

念,成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保障集体安全理念的实施,是这个时期国际体

系制约战争的基本特点.

第一,“民族国家”的适用主体扩大,“主权独立”原则更为普及.条约体系

建立初期,“民族国家”仅适用于西欧少数几个国家,并不包括当时处于殖民

地、半殖民地以及附属国地位的非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纷

纷独立,“民族国家”概念扩延至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主权独立”原则不仅

写入了«联合国宪章»,还是后来一些战争法案以及联合国关于“侵略战争”定

义的主要依据.① “主权独立”原则的普及扩大了“非法战争”的适用范围:在法

理上,只有原来西欧少数国家之间的侵犯战争才属于非法战争,而与殖民地的

战争或为争夺殖民地发生的战争不属非法.战后,侵犯殖民地国家的战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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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１４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侵略定义»议案,把侵略定义为“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

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法理上也不再具有合法性了.另外,随着主权国家范围的扩大和主权独立原

则的普及,和平的理念也得以更广泛、深入的传播.

第二,战后形成的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战格局虽然本质上仍是

均势机制的一种形式,但这个时期集体安全机制开始起作用,从而缓解了单纯

的均势机制难以有效阻止战争的问题.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就

对条约体系下的均衡机制做出反省,提出了以集体安全取代均衡体制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集

体安全这一理念.联合国宪章规定,在集体安全保障下,侵略者进攻集体安全

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即被视为侵犯所有国家,①并提出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抗击侵略、裁减军备、解除武装、以及协助“维和”等集体安全的具体内容.这

些条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成为“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

行为之应付办法”.“大国一致原则”是集体安全理念的应用.尽管在实际运

作中受到种种限制,但集体安全机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那种各国

依靠自身力量或与别国结盟以保障安全的传统均势机制的缺点.以集体安全

代替单独安全不能不说是人类在国际层面避免战争的努力取得的一个进步.

第三,建立国际制度和组织,以保障将条约体系的原则用于解决国家之间

的争端和武装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就开始建立以和平方式解决国

家间的争端组织机构,如１９２１年成立的“国际常设仲裁院”以及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等.这是以规则制约战争理念的进一步实践和应用.

这种努力虽然因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失败,但为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国际组织和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联合国”这个今日世界最大的国

际组织就是在“国际联盟”基础上建立的.联合国的建立或许是人类在国际层

次创造出来的最高组织成就.虽然它距离一个“世界政府”还很遥远,但它在

保障人权、维护和平行动、减少局部战争和避免世界大战方面发挥的巨大作

用,的确说明它具有某种世界政府的功能.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作用

更为明显.１９９０年伊拉克入侵主权国家科威特,联合国启动集体安全机制,安

理会以１４票赞成、０票反对通过了谴责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宪章、要求其撤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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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宪章»第一(１)规定联合国的首要宗旨即为集体安全的设想:“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为此

目的:采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平方法

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第６６０号决议,有效地抑制了侵略并惩罚了侵略者,成为战后联合国实施集体

安全机制的最成功案例.正如２００５联合国改革名人小组在其提交的报告中

对联合国的评价那样:“倘若没有联合国,１９４５年之后的世界可能更为血腥.

２０世纪下半叶,国家间战争少于上半叶.”

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沿着现代国际体系所体现的“以规则制约

战争”方向的努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签署的与限制战争有关的国际公约无

论是在数量还是完备程度上都是空前的.如重要的条约就有:«国际法院规

约»«国际人权公约»系列、«国际反恐公约»系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公约»系

列、«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以及«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修订)(中

国签署了大部分公约)等.尤为重要的是,战后签署了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国

际条约———«联合国宪章».这部宪章是人类第一部带有“根本大法”意义的文

件.联合国宪章开宗明义,目的是避免后世再遭两次世界大战战祸.宪章重

申了条约体系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大小各国平等权利、尊重条约与国际法、维

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不使用武力、不虐待战俘等,①还补充了诸如保障基本人

权、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等内容.我们知道,生物

群体在经历巨大的生存危机后会做出适应性调整,进化出一些新的形状对付

新的环境.«联合国宪章»对现代国际体系一些基本理念的重申和发展或可视

为人类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之后沉痛反思的结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７０余年间人类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这是

从条约体系演化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在制约战争方面取得了巨

大成就的一个最有力证明.“１９５３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军事大国之间再未交战,

而之前６００年间西欧国家每年爆发两次新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１０万

人中就有３００人死亡,朝鲜战争战中是每１０万人中有将近３０人死亡,越战中

是每１０万人中１０多人死亡,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这个数字下降到个位数,而

２１世纪则不到１人.”②尽管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战后国际体系仍不完善.这

个体系仍是实力和利益原则起作用的体系,国际体系很多深层次问题仍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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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战俘基本权利的基本思想也体现在１９４８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ofHumanRights)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

或刑罚.
〔美〕汤姆戈帕尔默编著:«和平与爱: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第２２—２３页.



解决.联合国虽然建立了集体安全制度,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国出于自身

利益,难以做出一致决议,大国为了争夺霸权仍常常牺牲小国的利益,以至于

该机制常常几近丧失功能.此外,仍存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对国家行为体

的规范力量不强等问题.所以在战后国际体系下,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

但地区性、小规模的战争仍频繁发生,如５０—７０年代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五次中东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三次战争、

８０年代初的苏联、阿富汗战争等.

三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标志,国际体系出现了一些新特

点.① 经济全球化受经济规律的支配,贸易活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世界范围

的分工,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卷入到分工体制中.这本身是条约体系下政治

经济制度的逻辑结果.同时,经济全球化受到技术的强劲推动,而技术的巨大

进步将人类三大类游戏(权力游戏、财富游戏和心智游戏)全部卷入到国际层

次,形成了三大类网络,即以地区性国家集团的大量出现和国际组织的大量增

加为特点的国家间关系网络,以贸易的巨大增长和国家间资本、②技术的频繁

流动为特点的世界贸易网络,以及以互联网和移动设备所带来的海量信息在

行为体之间的快速即时流动为特点的信息网络.③ 这三大网络系统正在把世

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变着现代国际体系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结构,构成

人类在国际层次一种新的演化环境.新环境的最明显特点是:国际层次的“社

会性”更强了,国外与国内的界限已趋于模糊,世界出现了以行为体的广泛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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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学者把冷战后的国际体系分为两个阶段,王缉思认为,以２０１５欧洲难民危机、２０１６年英国决定

退出欧盟、特朗普获选美国总统(２０１６年)事件为标志,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认为“地缘政治竞争加

剧,战争危险冒头”是这个阶段的几个特点之一,参见王缉思:«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载王缉思主编:«中国

国际战略评论２０１８»(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但这个新阶段很可能只是国际体系演化进程

中出现的波折,而非演化方向的根本逆转.
根据统计,１９９３年世界贸易额为３．６万亿,２０１７年增长到１７万亿,２４年成长近五倍,参见“World

TradeStatisticalReview２０１８,”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wts２０１８_e/wts２０１８_e．pdf,
２０１９Ｇ０４Ｇ０７.

根据最新数据,２０１８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已经突破４０ 亿,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
１５９０９９２８６６５０８９００９７９&wfr＝spider&for＝pc,２０１９Ｇ０４Ｇ０７;全球手机用户数量(按手机卡数量计算)达到７８
亿人.http://www．sohu．com/a/２５６１８６９３６_６０９２３８,２０１９Ｇ０４Ｇ０７.



结、深度互动和某种“共同体意识”为特点的“共同体化”倾向.所谓“全球化”

“命运共同体”“全球家园”“地球村”等都是对这一特点的描述.应当说国际层

次出现的新演化环境还没有诱发类似现代国际体系出现的那样带有“基因”突

变性质的变化,国际体系的新特点仍可视为该体系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但

是,世界体系在向一个新阶段演化,这个新阶段更有利于避免大规模战争,同

时也带来一些新的不安全和不确定因素,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行为体之间“强联结”特点使行为体“他助”和“互助”的可能性

增大,这进一步降低了国际体系的自助性质和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经

济全球化和信息流动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置于强相互依赖的体系中,使国际

成为一个“强联结”互动系统.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国家行为体,其互动模式也

发生了改变:行为体的自组织性提高.在“弱联结”时代,社会之所以需要政

府,是因为社会需要通过组织机构(包括政府)获得大众自身无法提供的公共

产品(如法律、秩序、公共服务等),而当行为体处在“强联结”结构时,社会的自

组织能力增强,公共产品的获得更容易,政府等社会组织的一些功能便会减弱

或消解.例如,网络中的“群”无须通过传统市场或社会组织,而仅通过互联网

本身就能实现行为体互动和提供某些公共产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适

用于国际社会.由于政府和组织的功能可由提高了自组织性的系统所替代,

因此,世界结构在变得更加“无政府”的同时,行为体的“他助”和“互助”的可能

性反倒会增大,世界的有序性反而会提高.此外,当公共产品变得较容易获取

时,国家生存安全的途径和方法会增多,国家行为体对冲突和战争的态度会更

趋谨慎.虽然“强联结”结构并不一定减少行为体之间的冲突(有证据表明,相

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反而会增加摩擦),但一定会使大规模战争的成本增加,因

为当行为体处在相互投资、贸易额巨大、经济和人员来往密切的“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状态时,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有绝对的赢家,发动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

和代价都会大大高于其可能的收益.“强联结”状态还使行为体的选择增多,

使国家之间由较大幅度的动作转向繁复的“微协调”的可能性增加.相互了解

的增加有助于在潜在冲突国家之间普遍建立危机预防和危机管控机制.这些

都能减弱“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的作用.

第二,各国实质性互动的增加使国际的“社会性”进一步提高,各种国际组

织和条约对规范国家行为体和限制战争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今日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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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演化出包括联合国、国际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评级

机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从欧盟到东盟的各种区域性组织,①制定了

密如蛛网的国际条约、规范和价值系统,使得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家之间权力行

使受到较大程度的限制.在世界各大国协调下建立的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扩散机制、联合国维和机制、核军备控制机制等在更有效地发挥着抑制大规模

战争的作用,以至于在国家间开始形成某种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结构的“国际

治理结构”.这种新的结构对于遏止国际冲突或降低其烈度乃至制止某些国

家的内战都将发挥更大作用.不过仍应看到,多数国际组织对国家的规范力

还不像社会组织对人的规范力那样强,国际规则也不像社会规范那样约束行

为体的行为,国际制度和规则仍可能随时被破坏.美国最近连续退出国际性

合约和组织,以及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单边行为,②似乎要改变长期形成的、很大

程度上由美国主导并对国际领域的“丛林法则”起到抑制作用的世界政治经济

格局.但国际体系演化的经验表明,挑战人类好不容易在国际层次积累起来

的文明成就将使世界付出增大战争风险的代价.

第三,世界出现了“共同体意识”增强的趋势.所谓“社会共同体”是指其

成员之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共同体意

识”是指“相互同情与忠诚;我们感(weＧfeeling)、信任和体谅、在自我形象(selfＧ

image)和利益方面至少存在部分认同;能够相互预测对方的行为并能够根据

这种预测采取相应的行动.”③国际层次中行为体的强联结和深度互动,使世界

也像家庭、村落等社会组织那样出现了某种共同体特征和某种共同体意识.

这主要表现为世界出现的两种意义上的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

第一种是西方发达工业大国的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西方发达工业国家

构成今日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这些国家在经济利益和安全方面事实上构成

了某种共同体关系.这些国家的共同体意识源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之初出现

的“集体安全”意识,经过不断演变而趋于完善并有制度基础,特别是“冷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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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国际组织年鉴»统计,２０世纪初,世界有２００余个国际组织,到５０年代发展到１０００余个,７０年

代末增至８２００余个,１９９０年约为２．７万个,１９９８年为４．８万余个,２１世纪初超过５．８万个.根据联合国“国
际组织协会”(UIA)的数字,目前有国际组织６．８万个,参见https://uia．org/faq/intorgs,２０１９Ｇ０４Ｇ０７.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已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移民问题全球

契约»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托马斯里斯:«自由安全共同体中的美国权力»,载〔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

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６６页.



束后,这些国家的“安全共同体”意识增强了.① 除了集体安全意识,这些国家

共享其他一些价值理念.“由自由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包

含了当今的大多数大国,其某些基本价值观念与规范在当代国际秩序中具有

了或多或少的霸权特征,它们中包括对国家主权形成约束的人权规范,也包括

维持国际经济开放性的规则.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遵守规则的成员,意味着

接受人权规范与开放的世界经济制度.”②这个意义上的共同体及共同体意识

源自西方个人社会的文化“基因”,是与现代国际体系相联系的现代民主政治

制度及其价值观扩散的结果.③ 接受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尤其是发达的工

业化国家)普遍有一种实行保障个人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之

间发生战争的概率不高的预期,这种预期起着制约国家间战争的作用.④

当今世界出现的另一种意义的共同体意识是,人类在面对诸如环境、核

战、恐怖主义、毒品、网络犯罪等可能威胁全人类安全的共同问题时达成了某

种共识,产生了对超越国家政治制度、超越意识形态的更高目标的效忠和采取

全球治理措施的需要.这种意义上的“共同体意识”还仅仅是对某些问题大体

相似的模糊看法,尚缺乏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基础,但是,这种共同或相似

的看法也同样有助于让和平作为一种价值观深入人心,从而起到降低大规模

战争概率的作用.

进入新阶段的国际体系降低了大规模战争可能性的一个强证据是,虽然

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由美苏两极结构变成了美国独霸的单极结构,世界却没有

出现符合“均势”逻辑的抵抗美国霸权的结盟现象.对此,一个较有说服力的

解释是:传统的制约战争的“均势”机制已发生变化,“集体安全”机制在发挥更

大作用.由“强联结”和深度互动带来的世界共同体化倾向降低了国家单独行

为的意义,事实上,美国代表了以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为核心的共同体,结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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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托马斯里斯:«自由安全共同体中的美国权力»,第２７６页.
目前,美国一方面与中国打贸易战,另一方面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立接近零关税的贸易同盟,

就是此种共同体存在的最新例证.
根据亨廷顿在«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书中观点,自现代民主制度诞生以来,世界经历了

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波１８２８—１９２６年,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２９个国家;第二波１９４３—１９６２年,
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约３６个国家;第三波１９７４至今,始于１９７４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３０个国家.〔美〕塞
缪尔亨廷顿:«第三波:２０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版,第一章第三节.

中国长期游离于这个体系,严格说来,中国目前还不完全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尽管中国接受了该

体系的大部分规则并声言不挑战这个体系.中国领导人提出及许多学者所讨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

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二种含义的共同体.



衡美国意味着抗衡这个强大的共同体,某种意义上也是要抗衡现代国际体系

的基础.因此,可以想见,出现这样的“结盟”是何等的困难.世界的共同体化

倾向还降低了国家行为体因受某一强大力量排斥而带来的不稳定性,改变了

行为体对安全的认知.新的安全认知包括领土与资源的意义下降、国家的生

存和安全并非一定通过推行权力政治来实现,那些依靠传统物质形式的实力

难以取得长久维持,以结盟的形式搞对抗代价太高,以规则“制约”而非以力量

“制衡”的理念更深入人心等.就目前中美“贸易战”来看,虽然有学者认为这

是中美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世界将陷入“新冷战”的证据,①但目前美国对

中国的指责和采取的措施,以及中国的回应还都没超出“以规则制约冲突”、通

过谈判解决问题的现有体系框架.对双方来说,由于代价太大,中美之间发生

大规模热战的概率极低.美国政府目前出于“制衡”思维对中国的判断和做法

有悖于世界体系的新变化趋势,让包括美国精英在内的世界精英人士感到困

惑:“难道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的美国政府除了打仗没有其他办法与另一个

强国处理好关系?”②从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局势、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

中国开始出现融入国际体系的变化等方面来判断,中美之间即便发生“冷战”,

也不大可能是制衡意义上的“冷战”.“新冷战”可能“新”到无法称其为“冷战”

的程度,不排除只是一种近乎“协同演化”(coＧevolution)过程的可能性,③即在

“国际”这一层次中严酷的竞争压力下,通过艰苦选择,中国逐渐演变为一个体

量庞大且有独特文明体和组织体形式的新个体以适应新环境,并且逐渐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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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郑永年:«即将来临的中美新冷战»,〔新加坡〕«联合早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３日,http://www．zaobao．
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２０１８０３１３Ｇ８４２２８２,２０１９Ｇ０４Ｇ０７.

J．StapletonRoy,“EngagementWorks,”ForeignAffairs,July/August,２０１８.«外交事务»曾于

２０１８年３/４月刊发表了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M．Campbell)和前副国家

安全顾问伊莱拉特纳(ElyRatner)的文章«思虑中国»(TheChinaReckoning),引起中美政治学和国际关

系学界强烈反响和积极讨论.该文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来基于一种假设,即中国将逐步自由化并融入

由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但中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不符合美国政策制定者的预期,因此,美国需要重新

评估对华政策.«外交事务»杂志７/８月刊以«美国误判中国了吗?:辩论接触政策»(DidAmericanGetChina
Wrong? TheEngagementDebate)为题,发表了包括王缉思、芮效俭、艾伦弗里德伯格、托马斯克里斯滕

森、帕特丽夏金、约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学者对«思虑中国»一文的讨论,以及坎贝尔和拉特

纳对点评的回应.
２０１４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于与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德国前驻美大使沃尔夫冈伊

申格尔和经济学教授亚丝明梅—易法格尔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协同演化”(coＧevolution)这个概念,他对

这句话的解释是“发展的同时相互靠近”.该谈话发表在德国«时代»周报网站１月２１日刊发,题为«对中国

傲慢是错误的»,参见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２０１４Ｇ０１/４７８２３２７．html? agt＝１５４３８,２０１９Ｇ０４Ｇ
０７.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代国际体系接纳.

虽然当今国际体系的新特点有助于减少大规模战争发生,但必须承认,能

发挥这一作用的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仍相当脆弱,战争根源远没有消除.而

且,国际秩序的新特点还带来了一些新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如贫富差距加

大问题、环境问题、恐怖主义、毒品、网络犯罪,以及“强联结”和“深互动”所带

来更多的小规模摩擦和冲突等.其中,最大的不安全因素可能是由技术推动

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财富分配不公.目前,富裕国家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是最贫穷国家的１００多倍,一个跨国公司的财富超过一个中

等规模的国家.① 在“弱联结”时代,因距离遥远,人们对国家间的贫富差别或

缺乏真实的感受,但在“共同体化”时代,人们就像看到邻居家发财一样体验到

国家间的财富不均.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告诫人们“邻居比你富是件大

好事”,②但事实是,“邻居比你富”要比“陌生人比你富”更容易产生不满和被剥

夺感.当前世界出现的各国政治的分化和分裂,以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盛行

等“逆全球化”倾向,原因就在于此.人类联系越来越密切而贫富差距却越来

越大,这已成为世界出现动荡、混乱乃至爆发战争的重要根源之一.这个问题

若不解决,人类在抑制国际层次战争方面演化出的文明成就仍有付诸东流的

危险.

四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它们各有不同的支派)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两大对

立的理论流派.理想主义趋于认为,人固有的合作天性促使人们按照自然法

则在合理维护自我的同时发扬固有的合群本性,与其他个体友好交往并结成

有序社会.作为个人集合体的国家也是如此:国家虽有自利性,但在理性驱使

下会在相互依赖中自动地展开互利合作,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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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２０１８年８月,苹果公司(２０１５年有员工１１万人)的股价市值已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历

史上首家市值达到１万亿美元的公司,参见 http://www．zarvagroup．com/gupiao/２０１８１２２１３５７０８．html,
２０１９Ｇ０４Ｇ０７;而拥有１．６５亿人口的孟加拉国２０１７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２４９７亿美元.https://tradingecoＧ
nomics．com/bangladesh/gdp,２０１９Ｇ０４Ｇ０７.

〔美〕汤姆戈帕尔默编著:«和平与爱: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第３页.



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在无政府状态下建立可以避免战争的国际秩

序.① 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欲望是人之本性,个人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

免,国际政治就是国家之间的权力争夺.② 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

国只能采取“安全第一”的现实政治战略,依靠自助才能生存,冲突和战争更是

常态,短暂的和平只是国家之间权力平衡的结果.③

事实上,国际体系的演化历史既支持理想主义也支持现实主义观点.一

方面,国际体系演化历史证明人类有理想主义所强调的“性善”一面.从长远

视野看,人类在不断创造出规则和理念限制人性中的“恶”的努力从“社会”延

伸到“国际”,在国际层次创造了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法律,签订了无数条

约,制定了无数制约战争的规则.至少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法对各

国发动战争的历史性权力的限制一直在稳定增长.现代国际体系的一些主要

原理如主权国家一律平等、通过协商、谈判方式而非通过暴力解决冲突等及基

本制度设计,已得到多数国际成员的内化而成为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尽管进

展缓慢曲折,但“正如人类已经能运用其认知能力来抵御瘟疫和饥荒等灾害,

他们也同样能运用这种能力来对付战祸”.④ 国际层次的确是在向更讲规则的

文明方向演化,而且从可观察的事实来看,当前国际体系已演化到一个战争和

暴力受到更多限制、发生可能性在减少的新阶段.因此,国际体系演化总体趋

势支持“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这一结论.

另一方面,国际体系演化历史也同样说明,人类的确存在现实主义强调的

“性恶”方面,而且由于国际层次不存在“政府”之类的权威机构及共同的道德

和价值规范,所以,相比于社会层面,国际领域限制战争更为困难,因而也更是

充满战争.在国际关系历史上,战争从未停止过,而且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

人类研制出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具有进行规模更大、伤亡更多战争的能力.即

５２

和平与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化

①

②

③

④

源于１８世纪的启蒙主义和１９世纪的理性主义,提倡在国家交往中遵循道德标准,加强国际规范,
建立“超国家”组织,通过建立世界政府、世界组织来约束各国主权以实现世界秩序的稳定.美国前总统威

尔逊的«论国家»被认为是理想主义的代表作.从广义上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自由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

有美国学者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等)也是基于理想主义脉络发展起来的.该流派强调人的理性和相互依赖

的天性,强调国家间的组织、制度与合作的重要性.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又可分为“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又称“新现实主

义”),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汉斯摩根索,后者代表人物如肯尼思华尔兹等.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６章.
〔美〕汤姆戈帕尔默编著:«和平与爱: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第３１—３２页.



便是近几十年,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关系加强,但这一体系并不足以完全排除各

国对生存和安全的忧虑,以及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在经济、贸易等“低

政治”领域对福利的追求也并不总是能够阻止安全等“高政治”领域的冲突.

虽然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有助于形成“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法可用于

规范国家的行为和维护世界和平,但对这种作用也不应高估,各种国际组织和

国际规范仍相当脆弱,“永保和平”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愿景.应当指出,国际

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并非主张战争,他们只是指出了国际领域的“无政府

状态”现实以及基于这一现实的限制战争的困难性.若仅从国际体系演化的

一个个历史片段来看,他们的看法是对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这个结论的确

得不到支持.

事实上,如果把国际视为人类的一个演化层次,把国际体系演化的历史比

作一条长河,那么,总体趋势是人类一直在努力限制战争并取得了进步,但这

个进步不是直线式的,它有反复和挫折,各个阶段都充满了战争.理想主义和

现实主义都能从国际体系演化历史中找到大量支撑自己观点的例证.

国际体系演化的历史既有理想主义者看到的人类努力限制战争并取得显

著成就的一面,也有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的充满战争的一面,可能与人类在国际

层次的演化也遵循这样一种生物学规律有关:生物世界同种个体及种群之间

除了竞争和排斥,还受共生、依存法则的支配.生物个体和群体都在生存压力

下争夺资源和空间,从而引起冲突.但生物个体及群体之间还需要共生和依

存,形成一种秩序或一种生态系统.生物界普遍存在一种负反馈机制,即当竞

争超过一定限度,便有抑制竞争的因素出现,生物群体进化出了适应不同地

域、不同食物类型、不同活动时间的性状,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一个生态位,从而

使生物能大体保持在某一平衡点.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人类,只不过,人类是依

靠演化出的文明成就———社会规范限制竞争的.不错,由于不像社会层次那

样存在政府之类的权威机构和共同道德规范,国际层次的冲突和战争更易发

生,这就是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际关系的残酷现实.但既然国际也是人类演

化的一个层次(群体互动层次),竞争与共生的生物学法则并非完全不适用.

国际行为体之间不仅仅是竞争,也有不断将某种规则内化以制约自身行为的

“社会化”现象,从而演化出某种限制竞争的规范.一种国际秩序的出现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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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作是人类群体竞争和共生的平衡点.现代国际秩序中制约战争的理念和

规则或可视为在生物的“共生”法则作用下,人类在国际层次演化出来的使人

类自身免于毁灭的共同文化.现实主义因过度强调种群之间的竞争,描述了

国际层次一个违反进化论规律的正反馈机制:一个国家强大了,就会威胁他

国,他国为了自身安全就要发展更精良的武器,从而引起军备竞赛.根据这个

逻辑,人类种群间不会出现平衡点,必然(或早应)毁灭.但我们的世界并没有

在权力游戏中毁灭,不仅如此,如上文所述,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反倒有越来越

少的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国际关系还有理想主义流派所强调的另一面:人类

出于相互依赖的需要在国际层次不断努力限制战争并已取得显著成就.

人类尚无法在国际层次创造一种“永久和平”的秩序(完全避免战争可能

永远无法实现),当前,这种以规则制约国家行为体、建立在以限制国家权

力、保障个人权利为特点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上的国际政治模式,可能

是人类在处理国家群体关系上的适应性选择.理论上,应当存在一种融合

了非西方文明经验的更好的国际体系,但目前尚无一个弊端更少且能为世

界多数国家接受的可替代体系.从世界出现的变化看,促进经济全球化及

国际行为体之间“强联结”和实质性互动的技术进步不会停止,能够减少大

规模战争的世界“共同体化”趋势似亦无法逆转.尽管现代国际体系本身还

存在许多缺陷,并且国际体系出现的新特点还带来了一些新的不安全、不确

定因素,但该体系还存在自身不断完善以适应变化的巨大空间.因此,人们

有理由对世界的未来保持一种审慎的乐观:在这种体系基础上经过不断改

进,或可期待演进到一个无法完全避免却能不断减少战争、虽不完美却“更

为规范化的国际系统”新阶段.①

７２

和平与现代国际体系的演化

①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８０００年到未来»,董杰旻、朱鸣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７版,第１８５页.


